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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纪念马克思逝世 120 周年和诞辰 185 周年时的今天，国内国际的大背景、大环境都发生了前所未

有的变化，如何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问题，又一次更尖锐地摆在我们面前。 本文第一部分从总体上提

出：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关键是要正确区分根本观点和具体论断；第二部分提出：在具体实践中坚持

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关键是要搞清楚善于破坏旧世界与善于建设新世界的关系；第三部分提出：在社会学

学科中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关键是要搞清楚社会学的两种形态，进行有中国特色社会学的理论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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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年前，为纪念马克思逝世一百周年，我从英国寄回一篇长文《从伦敦几处纪念地

看马克思和他的学说》。1983 年 3 月 5 日，《光明日报》用了整整一版加以发表。十八年前，

我从英国回来后，撰写的第一篇社会学方面的学术文章，就是关于马克思主义与社会学的，

题为《论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两种形态》，发表在 1985 年 7 月 29 日的《光明日报》上。 

在纪念马克思逝世 120 周年和诞辰 185 周年时的今天，国内国际的大背景、大环境都

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出现了许多新情况、新问题。其中，如何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

问题，如何在实际中、在本学科中坚持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问题，又一次更尖锐地摆在面前，

要我们有针对性地加以回答。同时，这么多年过去了，作为学者也有必要对自己过去发表的

观点进行回顾和审视。 

感谢“马克思主义与哲学社会科学”学术研讨会的主办者，给了这样一个难得的机会,
使我能够就“马克思主义与社会学”这个题目发表一些意见，并以此纪念马克思主义创始人、

“科学巨匠”马克思。 

一、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关键：正确区分根本观点与具体论断 
近些年来，我一直论证这样的一个观点：要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必须分清它的根

本观点与具体论断。1 

                                                  
1
参见拙作：《我国社会阶层结构新变化的几个问题》，《华中师范大学学报》，2002，第 4期。《根本观点与

具体论断 –从前沿思潮看马克思主义》，《中国党政干部论坛》，2002，第 4—5期。 

    关于上述观点，早在《从伦敦几处纪念地看马克思和他的学说》一文中也做了类似的论证：“我们还必

须推进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学说。这里关键是要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与我国的具体实际正确地结合起

来。只有坚持这个根本原则，我们才能根据丰富多彩的具体实际，提出和解决马克思当时不可能提出和解

决的问题，为马克思主义的宝库增添新东西；才能使原来一般的、原则的、不够充实的东西具体化、精确

化、更加充实，使之适合现时现地的实际情况；也才可能明确哪些论述一步在与发展了的实际相符，而避

免削足适履。” 



所谓“根本观点”，就是那种今后的实践只能进一步证明它而不能推翻它的一般原理。

这主要涉及世界观和方法论层次上的基本原理，如作为辩证唯物论精髓的“实事求是”和唯

物辩证法活的灵魂的“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等；各个学科所涉及的一些基本原理， 如个人

与社会、国家与社会、经济与社会、文化与社会、权利与社会的关系等等的基本原理。所谓

“具体论断”是对特定时间、地点、条件下，针对特定对象、事物、现象、过程做出的判断。 

就根本观点说，马克思仍然是“活着”的思想家，马克思主义仍然是科学的理论宝库。

当代的各种思潮、社会学说，都这样那样受到马克思的影响。马克思在西方被评为“千年第

一人”绝非偶然。马克思主义的生命力可见一斑。 

就具体论断来说，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当年提出的许多命题，同样要接受实践的检验，

必须随着时代的发展而不断得到校正。这就是人们常说的一切以时间地点条件为转移、“与

时俱进”。我们怎么能够要求 150 多年前的思想家的每一个具体论断都适合现今的情况呢？

假若这样，那还要我们这些后人干什么呢？我们看到，《共产党宣言》发表一百五十多年来，

世界政治、经济、文化、科技等发生了重大变化，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也发生了重大变化；我

们还看到，我国社会每个成工作、生活条件和社会环境都发生的重大变化。这些变化对执政

党、对我们理论工作者提出了严峻挑战和崭新课题。不与时俱进显然不行。这是一。同时，

我们今天研究马克思主义奠基人提出的具体论断，还有一个作用是要理解他们是针对何种具

体情况、根据何种具体条件得出来的，从中学习他们的立场观点方法。2 这一点也同样重要。 

根本观点要坚持和丰富，具体论断要校正和前进。以具体论断来否定根本观点的意义，

是一叶障目，不见泰山，这就是“否认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丢掉老祖宗”的“过时论”，

以及从“过时论”中引申出来的“无用论”；同样，以根本观点的正确，否定具体论断需要

不断校正，还坚持一些不再适合现在情况的具体论断，那不是在坚持马克思主义，它的客观

效果实际上是在败坏马克思主义，这就是“教条式地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教条论”。这两

种来自两个极端的态度，都是对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不利的。可以说是“极端相合”。这

也不奇怪，因为无论是“过时论”，还是“教条论”，都是对马克思主义缺乏实事求是和具体

分析态度，都没有区分马克思主义的根本观点和它的具体论断，都是一种“好则一切都好，

不好则一切都不好”的两极思维方式，都是妨碍理论创新的。 

如果我们把眼光放得宽一点，那么就会发现，当今世界上的各种思潮、各种学派，实

际上都在不断研究新情况从而与时俱进，我们当然更应该在社会转型加速期这样急剧的社会

变化中，以马克思主义的根本观点为指导，自觉研究新情况、新问题，吸取国外研究中的合

理的东西，为我所用，不断得出与客观实际相符的具体论断，并以与时俱进的具体论断不断

丰富马克思主义的根本观点。这才是真正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 

再深入一些说，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史，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就是后来的马克思主义

者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根本观点，以它为指导，不断以不同形式发展、校正、补充具体论断，

或针对新的具体实践提出新的具体论断的历史。列宁主义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毛泽东思想

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发展，邓小平理论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发展，就是这样一个

又一个不同的阶段。这里，根本观点，强调的是一般性、普遍性和它们的“同”，具体论断

说明的是特殊性、差异性和它们的“异”。正因为有一般性、普遍性和“同”，它们才有统一

性，才构成统一的发展过程；而因为有特殊性、差异性和“异”，它们又有多样性，显示出

统一发展过程中不同阶段的特色。 

                                                  
2
 关于这一点，我在《从伦敦几处纪念地看马克思和他的学说》一文中也指出：“我们必须继续系统地学习

和研究马克思(以及恩格斯)的著作。这里最要紧的是，要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善于从革命导师的各种具

体论述里学习贯穿其中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学习普遍真理，掌握精神实质，用以武装自己，指导行动。

不抓住根本点，往往自以为在遵循马克思的学说，而实际上却不自觉地违背了他的学说或使之庸俗化。”      



我认为，现在世界社会主义陷入低潮，也要两面看。一方面，它固然引起“社会主义

低潮期综合症”，另一方面，它也是进一步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好时机。因为它说明马克思主

义在当代遇到了新问题。有问题，解决了问题就是发展。现在，中国共产党人，在党中央的

领导下，所从事的正是这样伟大的事业。 

二、在具体实践中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关键：搞清楚善于破坏旧世界与善于建设新世

界的关系 

结合我们国家建国以来的经验教训看，要在实践中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就要真正

搞清楚建国前后形势和任务的变化。毛泽东在建国前召开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曾经正确指出，

“我们不但善于破坏一个旧世界，我们还将善于建设一个新世界。” [1] 可惜没有将此贯彻到

底。正确处理破坏旧世界与建设新世界、推翻旧制度与建构新制度的关系，十分重要。建国

后的历史表明，我们取得的成绩，都与正确处理两者的关系紧密联系，而我们的失误则与没

有正确处理这个问题有关。上述破坏与建设的关系，特别集中地表现在“革命为民”与“执

政为民”、阶级阶层作为甄别机制与激励机制、“斗争哲学”与“社会和谐”等问题上。 

(一)“革命为民”与“执政为民” 

中国共产党是以武装斗争和急风暴雨式的革命夺取政权的。在旧中国，不推翻阻碍生

产力发展的“三座大山”——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统治，不用民族的科学

的大众的文化战胜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文化，不打倒压迫剥削工农大众、侵犯他们利益

的买办阶级和封建阶级，就不能忠实代表中国先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中国先进文

化的前进方向、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我们党这样做了，领导人民翻身得解放，

赢得了人民的衷心拥护。“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唱出了我们党“革命为民”的丰功伟

绩。 

1、“革命为民”和“执政为民”的联系 

在革命胜利后，作为胜利者的中国共产党，面临着一个如何从“革命为民”到“执政

为民”的转变问题。“革命为民”和“执政为民”既有联系又有区别。联系在于：无论是“革

命为民”也好，“执政为民”也好，在“为民”、在坚持“三个代表”这个根本点上是相通的，

也是不应该有什么差别的。“为民”讲的是立场问题，只有站在“为民”的立场上，才能革

好命，执好政。但是革命的条件往往是十分艰苦的，而执政的条件却一般是相对舒适的。这

时一些执政党的党员容易忘记为人民服务，容易忽视坚持“三个代表”。他们往往坐享执政

的权力和好处，却忘记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和义务。分析当今出现的执政党党员腐化堕落为可

耻罪犯的案例，可以说个个都与此有关，毫无例外。中国共产党是一个有着六千多万党员的

大党，从比例上说腐败分子只是少数，但是从绝对数量来看却为数不少。他们对党造成的负

面影响是不可低估的。对每一个中国共产党党员来说，革命无疑是一种考验，其中很多情况

下是生死考验；执政同样也是一种考验，其中很多情况下也是生死考验，在社会主义市场经

济条件下，更是如此。只有那些牢记“执政为民”，并且身体力行的党员，才能真正经得起

考验，为党争光。 

我们党旗帜鲜明地提出“执政为民”，既继承发扬了我们党“革命为民”中“为民”的

一贯优良传统，又在我们党执政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赋予“为民”以崭新的内容。这

对于保持我们党的先进性，从而保证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顺利推进，也即对“增促社会进

步，减缩社会代价”，具有不可估量的意义。 

2、“革命为民”与“执政为民”的区别 

“革命为民”与“执政为民”在“为民”上是相通和相同的。但是革命和执政的主客



观条件毕竟是有重大区别的，体现在如何为民上同样是有区别的。忽视或混淆这种区别，用

革命的办法来解决执政的问题——我们称之为“革命惯性”，就会造成严重的后果，甚至会

造成“文化大革命”这样的十年动乱和恶性运行。新中国建立到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既使我

们看到了“执政为民”的经验，也使我们尝到了“革命惯性”的恶果。邓小平的拨乱反正，

在某种程度上说，也是拨“用革命的办法来解决执政问题”之乱，而返“执政为民”之正。

江泽民正式提出“执政为民”，并把它作为贯彻“三个代表”要求的“本质”，既是对邓小平

理论的继承，同时又是对它的发展和创新。 

在“革命为民”与“执政为民”之间，存在着一系列重要差别。这些差别包括：从目

标上说，革命的目标是破坏和推翻旧的制度，并夺取政权；执政的目标则是建立新的制度，

维护自己的执政地位，并利用政权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形成社会良性运行的机制，最大限度

地满足人民的物质文化需要。从手段上讲，革命必然强调斗争，奉行“斗争哲学”，凡有利

于夺取政权和破坏旧的社会秩序的一切矛盾和斗争，总是全力扩大、激化；执政则主张安定

和社会和谐，凡不利于巩固政权和经济建设的一切矛盾，总是全力去缓和化解，通过协调、

对话、妥协，来平衡社会不同群体的利益。从要解决的难点上说，革命主要是军事上的难，

是如何以弱小的革命力量逐步战胜强大的反动力量的难；执政则是建设的难，是如何协调社

会利益的难。从党的社会基础上说，革命多半扎根于特定的社会不满阶层，代表一个特定的

阶级，体现他们的意志，实现他们的理想；执政则力求平衡全社会各阶层民众的利益，反映

和实现广大人民的愿望和要求。进入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新时期后，阶级状况和阶级关系已

发生重大变化。原来的生产关系已不复存在，资产阶级作为一个阶级已被消灭，工人阶级因

此失去了自己的对立面。原有工人阶级的成员已经成为国有企业的职工，它同农民、知识分

子以及其他社会成员相比，只有职业上、声望上的区别。他们的利益和愿望主要是通过各级

工会组织来具体维护和表达。作为执政党的共产党在制定社会政策时必须兼顾不同社会群体

的要求；党代表的应当是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是为他们而执政。20 多年的改革实践，

不仅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社会的面貌，实际上也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党本身。作为变化的前

导，意识形态也不能不发生相应的变化。马克思主义对于资本主义来说，是革命批判型的意

识形态，而对于自己建立起来的社会则是一种维护建设型的意识形态。 

可以讲，如果我们党再不自觉地意识到自己的执政党地位，坚持“执政为民”，仍然采

用“革命”的办法进行建设，则党的事业必将毁于自己手中。因为，革命本身并不是我党的

最终目的。社会改造，不仅是要摧毁一个旧的社会结构与制度，更重要的是建立一个新的社

会结构与制度。“执政为民”的提出，表明我们党对与革命不同的执政地位的自觉，对探索

共产党执政规律的自觉，对执政条件下如何为民和贯彻“三个代表”的自觉，是突破“革命

惯性”的一种创新。 

(二) 阶级阶层作为甄别机制与激励机制 

1、阶层范畴与阶级概念 

现在仍然存在一种误解：好像一提阶层就是否定阶级，用一种非此即彼的两极思维把

阶层与阶级两者截然对立起来。这说明，社会学的阶层范畴，特别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

社会学的阶层范畴，还普及得不够，甚至很不够，还没有被各界的一些人所真正理解。事实

上，阶层与阶级既有联系又有区别。 

这里的关键是要理解，社会阶层的核心内容是社会资源和社会机会在不同社会群体中

的分配方式或配置方式的差异。这就是社会学领域中社会分层研究的主要视角。抓住了这一

点，我们就能够看清楚阶层与阶级的本质联系了。因为两者都是从社会资源和社会机会在不

同社会群体中的配置的角度出发的。阶级概念着重强调社会分工、生产资料的占有、财产所

有制，特别是生产资料的占有的决定性意义。而生产资料就是一种最重要的社会资源，尽管



不是唯一的社会资源。 

两者的区别主要在于，它们的包含关系不同。一种理解是——过去我们都这样理解：

阶级是个大概念，阶层是个下属概念，即每个阶级下面按照不同的标准再分若干个阶层。这

当然是可以的。但是，如果我们在理论上更一贯的话，也可以这样理解：阶层(stratum)是个

大概念，而阶级(class)则是一种特殊的分层。为什么这样说？因为阶层是按一般的概念“社

会资源和社会机会”来区分的，而阶级则是一种按特殊的社会资源——生产资料来分层的结

果。所以在社会学中，阶级被纳入分层或层化(stratification)的范围之中，分层或层化是个大

概念。笔者在 1992 年出版的《中国大百科全书社会学卷》中担任社会学理论部分的主编，

当时就提出了这一点，并且事实上就这么处理了，即把阶级纳入分层的范围，只是没有明确

说分层或阶层是个大概念。但不管那一种理解，都表明阶层和阶级有这样那样的包含关系。 

从上述根本点——阶层是“社会资源和社会机会在不同社会群体中的分配方式或配置

方式的差异”来看，在当前，我认为，阶层范畴可以看作是一种适度淡化了的阶级概念。在

现阶段我国所处的内外环境中，用阶层范畴来适度淡化阶级概念不仅对是必要的、及时的、

而且是符合我国社会差异的实际的，也是符合马克思主义对待两种社会应取不同态度的要求

的。 

首先，由于文化大革命中“以阶级斗争为纲”对阶级概念的极度扭曲，阶级成为一个

火药味很浓的概念，即时使到现在，国内外还都存在一种顾虑，这就是担心“以阶级斗争为

纲”是否会在某个时候死灰复燃，卷土重来。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不是适度淡化阶级概念，

而是不恰当地强化它，那就会引起新的社会动荡，不利于我们的经济建设和对外开放，就会

引发我国急需的国内外资金到不了位。这对我国的国家利益是不利的。这是我们不能不注意

的。 

其次，由于在我国实际生活中出现了许多不能或很难用阶级概念来概括的社会群体，

寻求更加合适的、更有概括力、并又能包容阶级概念内容的范畴已不可避免。只有用以职业

为主要原则的、包括生产资料在内的、内容更广泛的社会资源所构成的多元标准来加以划分，

才比较说得通。而这不是别的，正是社会学所说的阶层或分层的范畴。 

再次，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强调阶级概念、强化无产阶级的自觉的阶

级意识，确实是有充分理由的。而在推翻资本主义社会，建立社会主义社会之后，总的说，

不应该再强调阶级和阶级斗争，而应该逐步加以淡化，这样才能逐步减缓社会的张力，增加

社会的整合力。在这方面，我们经历过的片面强调阶级斗争的“月月讲、年年讲”，直至文

化大革命的“以阶级斗争为纲”都给了我们深刻的教训。 

总之，在中国社会适度淡化阶级概念的责任，历史地落在了阶层范畴的身上。 

2、甄别机制与激励机制 

与阶级阶层的核心內容与本质密切相关的问题，就是在社会政策上让它们发挥何种社

会功能。 

适度的社会分层是一种有效的社会激励机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避免“大锅饭”所具

有的种种痼疾。当然，不合理的社会分层也会损害社会激励和社会团结。 

一个社会的社会分层是否合理，一是看它的开放性，二是看它的公正性。所谓开放性，

是指社会上的任何职位，所有社会成员在理论上都可以凭借自己后天的努力而获取，各种社

会地位之间的转换和流动是自由的。所谓公正性，是指各种社会资源在各种社会地位上的分

布是公平的，地位之间的级差是合理的。 



我国的阶级划分制度——一种直接体现社会结构的次级制度，是从革命战争年代演变

而来的。在革命战争年代，阶级分析和划分主要是为了解决分清敌我这样一个革命的首要问

题。这是必要的。新中国建立后不久，即在全国农村实行的土地改革，按照占有生产资料的

状况、有无剥削及剥削的程度划分了地主、富农、中农、贫农、雇农等阶级成分；1954—
1956 年，为适应社会主义革命和改造的需要，在城市也参照此标准及个人职业，划定了革

命干部、革命军人、工人、店员、资产阶级、工商业兼地主、小业主、手工业者、职员、自

由职业、高级职员、城市贫民、摊贩等阶级成分。这样就分别形成了中国城乡社会的政治与

阶级结构。这种阶级身份（家庭出身）在六十年代的城乡“四清”运动与“文化大革命”中

被复查与再确认，并通过政审制度与人事档案制度记录在个人档案中。可见，革命战争年代

的思路和基本做法，在中国共产党执政后在很大程度上都继续下来了，并在某种程度上强化

了。改革开放前，上述阶级划分制度，从本质上说是一种社会甄别机制。即根据每个人的先

赋身份，将他们归入不同的社会群体，赋予他们不同的社会资源。在这种社会甄别机制中，

各个社会地位之间是相对封闭的，从一种社会地位向另一种社会地位流动几无可能。这样一

种身份性的社会甄别机制，在很大程度上，束缚了社会成员的工作积极性，损害了社会的动

力机制；限制了社会交往，影响了社会整合；妨碍了社会资源的自由流动，降低了资源配置

的效率。 

因此，为了适应执政为民的需要，必须将社会分层制度从社会甄别机制转变为社会激

励机制。也就是说，社会分层的目的，不是赋予每个社会成员一个固定的身份，而是第一，

让每个社会成员认清自己在整个社会中的位置，从而弄清自己努力和奋斗的方向；第二，让

国家和社会能够及时掌握整个社会的动态，从而能够利用社会分层机制来有效地推动社会的

发展。这里应当强调指出，当前研究我国社会分层，在任何意义上都不是要搞一次重新划分

阶层的运动；研究我国社会分层，是为了实事求是地搞清楚阶层结构变迁的客观情况，为更

好地将社会分层制度从社会甄别机制转变为社会激励机制服务。 

(三)“斗争哲学”与“社会和谐” 

建国以来直到改革开放，我国的历次政治运动，都贯穿着“斗争哲学”。“以阶级斗争

为纲”，特别是“文化大革命”，更是把“斗争哲学”发挥到登峰造极的地步。“文化大革命”

中的“斗、斗、斗”、“破、破、破”、“乱、乱、乱”，使得社会运行发生严重障碍、离轨、

失控：党组织瘫痪、公检法被砸、工厂停工、学校停课、交通运输混乱、武斗升级、人际关

系紧张，无政府状态泛滥，冤狱遍于国中。我们国家不幸陷入了折腾与贫困的恶性循环之中：

越折腾越穷，越穷越折腾。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与发达国家的差距越来越大。社会充斥动

乱与失序，在恶性运行中挣扎。我国各个年龄段的人们都受到这样那样的损害。对此我们都

有切身之感、切肤之痛。人们越来越深切地体会到：斗则两伤，和则双美。在“革命”的名

义下搞“斗争哲学”，并不是康庄大道，而是执政党的自我毁灭之路。“斗争哲学”把斗争绝

对化，是违背马克思主义的，同时也极大地败坏了马克思主义。可以说，“斗争哲学”的严

重恶果，既震撼性地表明了“斗争哲学”的不可取，又强烈地呼唤着社会和谐的主调。这是

我们用沉痛代价换来的沉痛教训。 

现在，社会和谐已经正式成为执政党追求的政策目标之一。十六大报告在论述“全面

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时，提出了“重要战略机遇期”的新概念。战略机遇期所指涉的

时限是“二十一世纪头二十年”；所要达到的目标是“全面建设惠及十几亿人口的更高水平

的小康社会”：目标的具体内容是“经济更加发展、民主更加健全、科教更加进步、文化更

加繁荣、社会更加和谐、人民生活更加殷实”；完成上述目标的手段是多方面的创新，即“发

展要有新思路，改革要有新突破，开放要有新局面，各项工作要有新举措”。  

根据十六大报告的论述，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社会更加和谐”是战略机遇期中国社



会的主调，是执政党所追求的政策目标之一。 

总之，从“革命为民”到“执政为民”、从阶级阶层作为甄别机制到在作为激励机制、

从“斗争哲学”与“社会和谐”，表明了执政党在实践中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方面走向成

熟的過程。 

三、在社会学学科中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关键：搞清楚社会学的两种形态，进行有中

国特色社会学的理论创新 

(一)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两种形态[2] 

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两种形态，就是革命批判型社会学与维护建设型社会学这两种形

态。从建国以来的经验教训看，搞清楚这两种不同形态的社会学的区别和联系，对在社会学

领域内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具有前提性的意义，十分重要。 

1、革命批判型社会学与维护建设型社会学 

所谓“革命批判性的形态”，就是以揭露批判资本主义社会致命的弊病为主要任务、以

推翻资本主义社会为主要目标的社会学。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当务之

急不是谈论什么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恰恰相反，是要揭露它作为整体的不可避免的恶性循

环和畸形发展。因此他们在唯物史观指导下，揭露了资本主义社会恶性循环的根源：生产社

会性和生产资料占有私人性之间的矛盾；揭露了恶性循环的突出表现：周期性的经济危机、

人们为异已的力量和盲目的必然性所支配等等；揭露了恶性循环的不可避免的结果：资本主

义社会必然为社会主义社会所代替，如此等等。正如恩格斯指出的：“冲突成为不可避免的

了，而且，因为它在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身炸毁以前不能使矛盾得到解决，所以它就成为

周期性的了。资本主义生产产生了新的‘恶性循环’。”[3]革命批判性的形态是各国马克思主

义者在本国社会主义革命胜利前所实际坚持的社会学。这里，否认革命批判性的形态也是一

种社会学，因而进一步否认马克思、恩格斯是社会学的创始人，是不对的；但是，把革命批

判性形态看作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全部或看作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主要形态，不知道或不承

认马克思主义社会学还有其他的形态，而且归根到底是更重要的形态——维护建设性的形

态，同样是不对的。 

所谓维护建设性的形态，就是以维护、改善社会主义社会为目标，以社会主义和共产

主义社会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的规律性为对象的社会学。它是各国马克思主义者在本国革命

胜利、建立起社会主义制度后要建立的社会学。从实质上说，维护建设性的形态应该是马克

思主义社会学的主要形态，甚至可以说是本来意义的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它与革命批判性的

形态不同，主要在于：后者以破为主，前者以立为主。因此二者不能混淆，混淆了就要产生

理论混乱。但是，这种不同不是对立，因为二者有共同的理论基础——唯物史观，而破是为

了立，二者的最终目标是相同的：革命批判性形态为建立社会主义社会扫清道路，间接地为

社会主义社会服务；维护建设性形态则直接地为社会主义社会服务。 

维护建设性形态同革命批判性的形态一样，跟西方社会学是对立的，但对立的内容则

发生了变化，它跟西方社会学的对立不再是推翻和维护资本主义社会的对立，不再是革命和

改良对立，而是维护社会主义社会和维护资本主义社会的对立。很显然，两种社会学维护的

对象是对立的，但是要维护这一点却是相似的。既然同为维护，而且西方社会学具有较长的

维护的历史和经验，同时，西方社会从总体上根本上不能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并不等于它

的每一个局部都是这样，因此，在西方社会学中有不少东西值得我们参考和批判地汲取。 

2、中国社会学与中国共产党 

中国社会学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是通过与中国共产党的关系表现出来的。中国共产



党与中国社会学的关系，大体说来，可以分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前约 30 年、建国后至改

革开放前约 30 年、改革开放后约 20 余年三个时期来考察。 

在建国前的第一个时期，以共产党人为主的中国早期社会学中的马克思主义学派，尽

管在旧中国还不是主流学派，但产生广泛而巨大的社会影响和不小的学术影响，对中国社会

的进步和中国社会学的发展，做出了重大的积极的贡献。那时，马克思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社

会学的第一种形态，即革命批判性形态，几乎是同义词。在这个意义上，党和社会学是“合”

的关系，即良性互利的关系。两者在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中、在夺取和建立人民政权的过

程中，获得了“双赢”。 

在建国后到改革开放前的第二个时期，由于种种原因，中国共产党与中国社会学的关

系发生了逆向变化，执政党对社会学采取了负面的态度和政策，使社会学学科陷入了被取消

的“严冬”。这不仅仅严重地打击了社会学，反过也来对党的事业造成了不应有的损失。那

时，党和社会学是一种“分”或“离”的关系，即恶性互损的关系。 

在改革开放后的第三个时期，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顺应世界和我

国经济发展、社会进步的潮流，对社会学采取了正面的态度和政策，又使社会学回到了恢复

与重建的“春天”。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高举邓小平理论的旗帜，正式

确认了社会学的学科地位，即作为要加强的哲学社会科学基本学科之一。这样，党和社会学

又回到了“合”的关系。这种重新构建的良性互利关系，既促进了社会学的发展，又满足了

社会的需要，也有利于党的事业。 

这种由“合”到“分”再到“合”的过程，雄辩地说明，中国共产党与中国社会学的

关系是“合则双美，离则两伤”，说明推进两者的良性互利，避免恶性互损的极端重要性。 

现在，中国社会学作为一门与社会稳定、改革和发展直接密切相关的学科，正在中国

共产党营造的比以往更为宽松的政策环境和体制条件下，以自己独有的视角和方法，锲而不

舍地研究着多年难逢的社会转型加速期中国社会发生的激烈变化。这种研究，在非经济因素

日益突出的今天，已经和必将进一步推进中国社会的进步和现代化事业的发展；已经和必将

进一步培育中国社会学与世界社会学平等对话的能力和实力。不论从客观条件还是主观条件

看，作为学科的中国社会学，尽管还有这样那样的困难，但总的看来，正处在其发展的黄金

时期，它在新世纪的前景将会更好，它对中国社会所发挥的作用、所作的贡献将会更大，它

在世界社会学中的所占的份量将会更重。 

3、中国社会学被取消的历史教训 

1949 年 10 月 1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标志着新民主主义革命在中国取得了决定

性的胜利，中国社会与国家的性质由此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中国共产党成为掌握政权的执政

党，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正式成为党和国家的指导思想。 

本来，马克思主义正式成为党和国家的指导思想，应该意味着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地

位上升，成为主导的社会学，可是事实恰恰相反，它不仅没有得到进一步加强和发展，反而

随着社会学学科的被取消，连社会学的名字也与“资产阶级伪科学”挂上了钩，不能用了。

问题究竟出在那里呢？为什么会进入这个误区呢？ 

应该说，社会学当时被取消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有历史的原因：旧中国两种社会学在

革命与改良问题上的对立；有认识的原因：有历史唯物论就够了、社会主义社会不存在社会

问题；有外来的原因：苏联的高教体制和对社会学负面处理的影响；有理论的原因：社会学

的对象的模糊性，等等。在所有这些原因中，从党的角度、从马克思主义的角度看，如下三

点特别值得注意： 



第一，毛泽东等中共主要领导人对传入的孔德系社会学的负面印象。早在 20 年代，青

年毛泽东即确立了马克思主义信仰，对资产阶级学者主张的改良主义道路持批评否定的态

度，立志对中国进行根本的改造。他并身体力行，从二十年代起对中国社会进行了一系列的

实地调查与考察，由此探索大规模改造中国的革命道路。毛泽东对社会学理论虽未曾直接置

评，但从他的一些批语、评论中还是可以窥见他对这一类社会学理论的印象。如在 1958 年

6 月中宣部编印的《宣教动态》上刊载了一篇为“中间立场”辩护的文章，毛泽东阅后写下

了七条批语，其中有“小资产阶级的庸俗社会学”、“反阶级斗争，反辩证法”这样的评注。

在这里，毛泽东显然不是专门针对传统社会学理论的；然而，旧中国盛行的学院派社会学却

正是主张中间立场，“反阶级斗争，反辩证法”，主张温和路线的。毛泽东对“中间立场”的

批评，亦就代表了他对孔德系社会学的负面印象。毛泽东的这种印象使建国后中国社会学的

改造与重建失去了强有力的推动，实际上间接支持了取消社会学的行动。 

第二，实际上否认了中国马克思主义社会学有从革命批判型转变为维护建设型社会学

的必要性。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在建国前坚持的革命批判型社会学，按照历史唯物论和科学社

会主义的观点，主要论证中国革命的必要性，而与种种认为无需经过革命、就能解决中国各

种社会问题的改良主义作斗争。建国后，形势发生了根本变化。党的任务已经从破坏旧世界

转到建设新社会，相应地，马克思主义社会学主要已不是为了推翻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社会

而揭露它的恶性运行和畸形发展，而是为了建设社会主义的新社会而推进、争取和维护它的

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减少和消除各种各样旧社会遗留的和新社会也必然要产生的社会障碍

因素和社会问题。可惜，当时没有人认识到马克思主义社会学还有第二种形态即维护建设型

形态，毛泽东也没有把自己正确思想贯彻到底，多年来忽视了从革命为主到建设为主的转变，

仍然以阶级斗争为纲，以革命批判的态度对待自己建立起来的新社会，而不是建设、维护、

改善它，最后导致“文化大革命”这样全面的恶性运行。这是多么痛心的教训！否认上述转

变的消极后果莫大于此。 

第三，实际上也否认了中国受西方影响的孔德系学院派社会学从维护旧社会转到维护

新社会的可能性。中国的特殊情况决定了这种可能性是一种现实可能性。这是因为，绝大多

数中国社会学家是爱国的，同时，他们所持的治标不治本的改良主义观点，主要是他们所受

的教育和社会地位的限制，而不是存心要去维护那个旧的腐败的社会制度。到了抗日统一战

线和民主运动时期，不少社会学家作为民主人士，在与反人民、反民主的蒋介石政权作斗争

中，与马克思主义者建立了友谊。正因为如此，1949 年中国大陆解放时，各大院校的社会

学家基本上留了下来。从建国后大约三年时间的活动看，这些来自旧社会的社会学家，是愿

意接受党的领导、改造思想，愿意转到为社会主义服务的轨道上来的，愿意用马克思主义观

点来逐步清除受西方影响的社会学中的资产阶级观点的。而且，学院派社会学作为维护社会

学，在如何维护上有较多的经验，对维护新社会也是有用的。但是，这一转型过程却被当时

高校院系调整人为地中止了。 

现在看来，如果上述两个不同的转型问题解决得好，作为社会科学基本学科之一的社

会学本来会在新中国得到迅速、健康的发展。遗憾的是，事情恰恰相反。社会学被取消，是

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与中国社会学关系中最不幸的一页。结果对党的事业和社会学都造

成了不可估量的损失，也少了一门可以坚持与发展马克思主义的重要领域。。 

(二) 持续地进行有中国特色社会学的理论创新 

明确了我国建国后要建立的社会学的性质——维护建设型社会学，接下来的问题是这

种社会学能否通过移植欧美社会学、照抄照搬国外社会学来实现？无数经验教训表明，此路

不通。正确的路子只能是：在马克思主义观点指导下，走国际化与本土化相结合的道路，通

过理论创新，建立有中国特色社会学。我把这概括为“立足现实，开发传统，借鉴国外，创



造特色”。只有这样，才能在社会学学科中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做到马克思主义和社会

学双赢。 

1、关于“中国特色社会学”的提法 

中国特色的社会学，或曰中国气派、中国风格的社会学，並不是一句套话，更不是一

句空话，而是一种符合社会学历史和现实的提法，是有根有据的，有实实在在的内容的。 

社会学自 19 世纪 30 年代在法国正式诞生，并逐步在各国生根、开花、结果以来，就

一直同时具有普遍性和特殊性这样的双重属性。这是因为：一方面，社会学作为一种理论，

一门学科，没有普遍性便不成其为理论和学科，所以，不论是西方社会学创始人孔德，还是

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创始人马克思，都以发现人类社会程度不同的普遍规律为己任。另一方面，

社会学作为现代性的直接产物、现实社会生活的能动反映，也不能不这样那样地表现创始人、

实际奠基者和其他社会学家所在国家或地区的特点、所处时代和阶段的特征，因而也不能不

带有某种特殊性。我们看到，孔德强调“秩序和进步”，与法国大革命时期广泛的社会失序

有关；马克思恩格斯提出革命批判型的社会学，则与欧洲，特别是英国的多次经济危机和和

工人阶级的状况密切相关。同样，迪尔克姆的自杀论，具有强烈的欧洲特色；芝加哥学派的

社会学、帕森斯的理论，具有明显的美国特色；而严复以治乱兴衰定义的群学、费孝通先生

关于乡土社会的差序格局理论，则给人以印象极深的中国特色；等等。而且，就这两种属性

的相互关系来说，社会学的各种程度不同的普遍性，正是通过不同社会学家的不同的社会学

理论表现出来的。世界上不存在纯粹的普遍性，也找不到纯粹的特殊性，两者既相互区别，

又相互依存，共同构成社会学理论和学科的两种不可分离的属性。这就是说，中国特色社会

学的提法，正如事实上存在的欧洲特色的社会学和美国特色的社会学一样，在理论和实践上

都是站得住脚的，经得起推敲的。 

这里的问题是：为什么像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才强调“中国特色的社会学”，而欧美

社会学文献却很少见到他们说“欧洲特色的社会学”和“美国特色的社会学”呢？这主要是

因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欧洲中心主义根深蒂固、战后美国中心主义甚嚣尘上，过去的欧洲

人、特别是当今的美国人，自以为欧洲的或美国的便是世界的，对他们来说，根本没有特别

表明“欧洲特色”或“美国特色” 的必要。这种自大心理，是他们把那种事实上与普遍性

统一的特殊性误认为、夸大为一种纯粹的普遍性。对于像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来说，情况

就不同。长期以来，它们是欧洲中心主义和美国中心主义的受害者。随着这些国家的广大学

者，在无数屈辱事实的教育下，自主意识逐步加强，认识到：尽管自主介绍欧美社会学是重

要的和必要的，但不能做欧洲中心主义或美国中心主义的推销员；更重要的是，日益自觉到

必须发展具有本国特色的社会学。中国特色社会学的提法，既非常尊重自己的丰富多彩的社

会现实、源远流长的学术传统，也非常尊重欧美社会学对世界社会学所做出的贡献；中国特

色社会学的提法，所不赞成的只是社会学中存在的欧洲中心主义和美国中心主义，当然这种

提法更是与“学术排外”、“学术上的闭关自守”，风马牛不相及。与此相联系，中国特色社

会学的提法，并不意味著我们的社会学仅仅是中国的，而是表明这样的中国特色社会学同时

是具有世界眼光的。所以，这个提法还显示了中国社会学界培育、增强自己的学术实力，改

变自己在世界社会学格局中所处边陲地位、争取与欧美社会学平等地位的强烈愿望。 

对中国特色社会学的提法，存在两种极端相合的误解。一种误解认为：社会学就是社

会学，还要提中国特色的社会学干什么？另一种误解则认为：中国特色的社会学，意味着它

仅仅是纯中国的。这两种说法，初初一听，似乎有理；其实是说普遍的便是纯粹普遍的，特

殊的便是纯粹特殊的。两者的共同点是把普遍性和特殊性截然割裂开来了，不承认普遍性寓

于特殊性之中，要通过特殊性表现出来。这在理论上站不住脚，在实际上也不符合迄今为止

的社会学的历史事实。 



2、对中国特色社会学的持续探索 

笔者本人二十多年来给自己设定的学术目标、并锲而不舍地加以追求的，就是“对有

中国特色的社会学理论有所贡献，对转型中的中国社会的认识有所深化”，以及通过这种追

求，对实现“增促社会进步，减缩社会代价”的社会学深层理念有所推动。作为上述追求和

探索的结果，笔者和与自己一起工作的学术群体，提出了社会运行论、社会转型论、具有新

视角的社会学中国化理论和社会互构论等四个理论，并通过长期、持续的教学与科研活动，

其中有的已经产生了一定的社会影响。所谓“有中国特色的社会学是有实实在在的内容的”，

在我这里，就是上述四个理论也和其他一些有中国特色社会学理论一样，是有实实在在的内

容的。这些内容，可以从纵横两个方面——历史方面和逻辑方面来加以说明和把握。就是说，

上述四个理论，作为理论，无疑有它们学理分析的逻辑方面，即它们的逻辑论证和逻辑结构，

同时又都有它们从古到今的历史方面或现实方面，即它们的历史根据、历史底蕴，现实根据

和现实基础。只有把这两方面结合起来，才能较为完整地体现出中国特色社会学的真实面貌，

也才能较为完整地理解有中国特色社会学的内涵。 

现在，我和我的学术群体，为了准备 2003 年 7 月在北京召开的第三十六届世界社会学

大会，正在对上述前三个理论及其探索过程，特别是其中包含的新意，作一梳理和回顾；对

第四个理论则主要是新的探索。不论是梳理和回顾，还是新的探索，都是自己进一步研究的

起点，同时也是想求得社会学界的指教。  

前三个理论的梳理和回顾，我们分别冠以“社会运行论及其在中国的表现”、“社会转

型论及其在中国的表现”、“社会学本土化理论及其在中国的表现”，这是为了着重表明上述

理论是从中国社会的现实中来的，又能回到中国社会的现实中去，对中国社会和中国社会学

是有一定的解释力的。 

第四个理论社会互构论的新探索，是围绕个人与社会的关系展开的。个人与社会关系，

既是社会学的元问题，又是社会学的基本问题。我们考察了个人与社会关系从前现代性到现

代性、再从旧现代性到新现代性的转变，考察了社会学随着上述过程诞生、发展、成熟、陷

入危机、进行反思和重建的历程。这些考察，使我们对不同于旧式现代性的新型现代性日益

自觉。新型现代性是对旧式现代性的一种积极、正面意义的反思，而后现代主义则是对旧式

现代性的一种消极、否定意义的反应。     

我们把那种建立在自然和社会的双重代价基础之上的现代性，称为旧式现代性或传统

现代性。上世纪与本世纪的转折期间，全球社会生活景观呈现出重大转折的种种迹象，人们

看到：人类对自然的倒行逆施造成了越来越严重的“绿色惩罚”；人欲的激发和资源的匮乏

所引发的对资源控制权力的争夺，又不能不导致价值尺度的扭曲、伦理准则的变形、个人与

社会的关系的恶化。旧式现代性已经进入明显的危机时期。这样，在世界，在中国，探索新

型现代性便成为一种势在必行的潮流和趋向。 

所谓新型现代性，是指那种以人为本、人和自然、人和社会双赢，并把自然代价和社

会代价减少到最低限度的现代性。从中国社会转型加速期取得的巨大社会进步和付出的种种

社会代价中，我们都能从正反两方面，亲身体会到新型现代性的深刻意涵。就两种类型的现

代性与社会学的关系而言，过往的旧式现代性锻造了以往的社会学——它的感受力和想象

力、设问和眼界，甚至它的理论抱负和期望所能达到的限度。当现代性面临重大转折之时，

必定也是社会重构、个人重塑、个人与社会的关系发生重建之日。社会学不可避免地卷入其

中，经历预设的根本变化、视野的重大调整、理论的重铸和再生过程。因此，处在这样一个

旧式现代性步入没落、新型现代性勃然兴起的历史时期，中国社会学必须顺应时代的要求，

在理论研究上开拓出新的学理空间。而经过我国快速转型期独特经验的熏陶，中国社会学界

的主体性、自觉性和敏锐性已经大为提高，将有助于达到这一目标。 



我们逐渐感悟到，在马克思主义观点指导下，坚持走国际化与本土化相结合的道路，

紧紧抓住个人与社会关系问题、抓住新型现代性问题，中国社会学的理论研究正酝酿着某种

有原创意义的新进展。 

(三) 马克思关于个人与社会的辩证观点在当代愈显光辉 

我们深深体会，社会学的理论创新和学科建设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因为马克

思主义，特别是其中的唯物辩证法思想，确实是永远闪光的宝石， 而且是随着时代的前进

而愈显光辉。这一点当代欧洲社会学重新发现马克思给了我们很好的启示。 

最近 20—30 年来，欧洲社会学的一些著名学者，如法国的布迪厄、英国的吉登斯、德

国的哈贝马斯等，为了突破和超越个人与社会的二元对立，也即突破个人与社会关系的僵死

的、静态的、绝对的二元对立的理解，从各个不同方面做出努力，从而导致了当代社会学建

构主义这种学术取向的产生。例如，吉登斯的“社会结构二重性”认为，社会结构既是个人

行为前提和条件，又是个人行为的结果和产物。把社会结构和个人行为都看作一种建构过程，

从而打破了个人与社会的二元对立。其实这不过是在根本观点上重新发现了或回到了马克

思。因为马克思从黑格尔那里继承了那种打破二元对立的辩证法思想，并把它运用到人与社

会的关系上，把人与社会看作是一个互生、互动的过程，也即在差不多一个半世纪前，实际

上做了建构主义思潮近二十年来所做的事。例如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把“世界是过程的集合

体”、而不是“既成事物的集合体”[4]的辩证思想运用到人与社会的关系上，提出了个人与

社会互为因果的思想：“正象社会本身生产作为人的人一样，人也生产社会”[5]，以及历史

创造了人，人创造了历史；环境创造了人，人创造了环境等等，还指出：“首先应当避免重

新把‘社会’当作抽象的东西同个人对立起来。个人是社会存在物。”[6]从欧洲社会学这样

那样回到马克思，并日益成为世界社会学理论中心的事实中，我们可以进一步体会到以马克

思主义为指导，对中国社会学的重要性。 

历史事实一次又一次让那些断言马克思主义过时的人感到失望。现在也不会让那些叫

嚷要在所谓马克思的“棺材”上再钉上一根钉子的人得逞！ 

 

参考文献 

[1]毛泽东选集（第 4 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1439． 

[2]郑杭生．社会学对象问题新探[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7；论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两种形

态[N] ．光明日报，1985-7-29． 

[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3 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315．  

[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4 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244． 

[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42 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121．  

[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42 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122． 

 

Marxism and Sociology 

-- In commemoration of In Commemoration of the 120th Anniversary of the Death of Karl 
Marx 

 



Zheng Hang-sheng 

(Research Center for Sociological Theory and Methodology of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Beijing 
100872) 

 

Abstract：Today, when we commemorate the 120th anniversary of the death of Karl Marx and the 185th 

anniversary of his birth, unprecedented changes have taken place in the great background and 

circumstances both at home and broad. Once again, we are confronted with the question of how to 

uphold and develop Marxism. In the first part of the article the writer puts forward the idea in general that 

the key to upholding and developing Marxism is to correctly distinguish between the essential viewpoints 

and specific inferences. And in the second part, he argues that what is most important for upholding and 

developing Marxism in concrete practice is to understan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ready destroying the 

old world and ready constructing the new world. Finally in the last part the writer further suggests that it is 

crucial to well know the two forms of sociology and carry out theoretical innovation in sociology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in order to uphold and develop Marxism in the sociological discipline. 

 

Key words：Marxism; the two forms of Marxist sociology; Sociology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收稿日期：2003-04-22； 

作者简介：郑杭生(1936-)，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百所重点研究基地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理论与方法研究中

心主任，社会学教授、博士生指导教师． 

 


